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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了教育、工

龄、年龄、性别这些可能表征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外,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

以及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当将样本分为东部和内地,并

用家庭祖辈的政治成份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之后, 本文发现,关

系以及本地户籍这些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

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控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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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说到行业收入不平等,人们往往关注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 而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

障碍。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和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是形成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两个必要条件。产

品市场上的行业垄断维持了企业的超额利润,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则是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得特

定行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个人垄断收入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对于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完整研究,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因此, 从实证上发现劳动力市场进入

障碍的影响因素是消除行业间个人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本文发现, 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

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性别等)之后,社会关系、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

籍等一些非市场力量也显著地影响了劳动力的行业进入。

我们的研究说明,在中国,通常所看到的行业收入差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由生产率差异导

致的。在国际上,个人的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是已有文献有时把行业收入差

距解释为效率工资机制(例如 Chen and Edin, 2006) ,有时则将其解释为某种非竞争性因素导致的行

业租金( Krueger and Summers, 1988; Katz and Summers, 1989) ,而较少从非市场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劳

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我们的研究为理解广泛存在的行业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角度。从

中国自身来说, 本文为理解中国未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如果非市场力量

的确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那么,如果要控制中国城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打破劳

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促进公平竞争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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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二部分简要地评论与本文有关的文献, 从中揭示本文的贡献。第三节是本文的数据

和模型。第四节是模型的拓展,将讨论关系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是否存在地区间的差异。

第五节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行业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文献评论

对于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来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果市场是

充分竞争的,那么,在控制了一些表征生产率特征的变量(比如教育和经验)之后, 行业本身就不应

该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 行业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在全世界广泛存在的现象。

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表征生产率特征的变量之后, 或者用兄弟间数据或面板数据来控制不

随时间变化的未观察因素之后,行业间工资差距仍然普遍存在, 具体可参见 BjÊrklund, et al. ( 2004)

对美国和北欧国家的研究,Haisken-DeNew and Schmidt ( 1999)对德国和美国的比较,以及Pinheiro and

Ramos( 1994)提供的有关巴西的证据。在俄罗斯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甚至有

所扩大( Lukyanova, 2006)。在中国, D�murger et al. ( 2006)也证实了垄断和竞争性行业间的工资差距

是显著的。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由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

且,在同时考虑了地区、教育、所有制、职业类型、是否有第二职业、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等各种因素

后,行业间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高。在 1995 ) 2002 年期间, 行业间工资差距对收入差

距的贡献增加又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陈钊、万广华、陆铭, 2008)。

那么, 普遍存在的行业间工资差距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理解是, 某些行业的工资更高,

只是因为这些行业自愿为就业者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以换取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机制

被称为/ 效率工资0 ( efficiency wage)。Chen and Edin ( 2006) 提供的证据支持了效率工资假说。

Arbache( 2001)用可比较并且可度量的生产性特征来解释工资差异, 他没有发现支持补偿性工资的

证据,但制造业里效率工资的机制是存在的。另一种理解是,企业所处的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非竞争性是解释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商品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

润,如果没有这一超额利润作为前提,行业间工资差距就没有了来源。而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是

行业间工资差距存在的另一条件,如果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没有障碍, 劳动力之间是完全竞争的,那

么,行业垄断并不会造成行业间工资差距。Krueger and Summers ( 1988)发现, 即使控制了劳动力质

量、工作条件、额外福利、短期的需求冲击、工会化的威胁、工会谈判力量、企业规模等因素, 行业工

资差距仍然存在。他们还发现,越是工资高的行业劳动力的替换率( turnover)越低, 这表明高工资

的行业获得了一些非竞争性的租金。Katz and Summers ( 1989)也认为高工资行业的职工获得了租

金。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力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劳动力市场的/租金0来自于何处? 通过回答

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至少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如果在控制了一些表征劳动生产率的个人特征之

后,仍然有一些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特征会影响行业进入, 那么,可以肯定,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不

完全与生产率有关。第二,在已有的文献中, 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更强调按所有制区分

的市场分割(例如陈弋等, 2005; D�murger et al. , 2006) , 如果一些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特征会影响

行业进入, 那么,可以确认劳动力市场按行业的分割, 这对于未来完善劳动力市场而言具有重要的

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将非生产率的个人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

入联系起来。如果非市场力量的确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 越来越

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本地城市户籍,而且相对地缺乏城市本

地的关系网络, 同时,家庭背景也更不利,因此,他们难以进入收入更高的行业, 这非常可能加剧城

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如果要控制中国城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打破劳动力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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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进入障碍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经济发展或者市场化的过程会不会削弱那些非市场力量对劳动力行业进入的障碍作用? 这个

问题对于判断中国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非常重要, 但文献中也几乎没有研究过这一问题。

在本文中, 我们还将把样本区分为东部沿海和内地两个部分,来比较这两大地区的差异, 我们将特

别比较社会关系和户籍身份这两个非市场因素对行业进入的影响在两大地区有何不同。作为非正

式制度的一种, 社会资本(特别是关系网络)的作用如何随着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而变化,这已经成

为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Stiglitz ( 2000)指出, 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 社会

关系网络有可能受到冲击,成熟的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社群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的作

用,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以及相关的社会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下降。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是,在经济

发展早期, 分工程度较低,基于关系的治理(关系型合约)是一种较好的治理结构, 优于基于规则的

治理(如法律和民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程度的提高,规则型治理的边际交易成本越来越

低,规则型合约会逐步取代关系型合约( Dixit, 2003; Li, 2003; 王永钦, 2006; Krishna andMatsusaka,

2008)。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事实上,如果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

到市场机制中, 其回报也可能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而提高。¹ 本文也将为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过

程中社会网络作用的变化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三、数据与基本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的 2002年中国家庭

收入调查( CHIPS)的城镇居民数据,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家庭调查的一个子样本。其中, 城市调

查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四川和重庆。和 1988年、1995

年的两轮调查一样, 2002年的样本也是从国家统计局的年度调查样本中抽取的。在城镇样本的选

择中,采取了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先选择城市、县和镇,第二阶段在所选的市、县、

镇中选择家庭。在选择城市、县和镇时, 首先根据人口规模将其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

小城市和县城五类。其次, 在每一类中, 城市又被归入东北、华北、东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六大区

域,在每一区域内,再把城市按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排列。第三,将城市的职工总数进行加总,样本城

市和县以 100万职工为一个间隔来抽取。在第二阶段,样本家庭是通过多阶段的随机抽样法抽取

的。首先选择区,其次在样本区中选择居委会,最后在居委会中抽取家庭。在中小型的城镇,抽样

直接从居委会开始, 然后抽取家庭。2002年, 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家庭调查有 45000个样本家庭,代

表了当年大约 415亿城镇人口。样本家庭被要求记连续三年的收入和支出的日记账,并且每月接

受一次调查员的访问。

首先,我们需要对行业根据其是否具有超额收入水平进行界定。对此,我们需要回归一个收入

方程, 并且在其中将通常收入方程中需要控制的反映生产力的变量进行控制, 然后控制行业哑变

量,通过行业哑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来判断行业的性质。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估计了一个半对数

的个人收入方程,其中收入包括了工资、奖金、价格补贴、实物收入和第二职业收入。解释变量中包

括了有否第二职业、是否完全就业、性别、年龄及其平方、是否中共党员、是否少数民族、教育程度、

职业类型, 这些变量是被认作影响生产力的变量。此外, 我们还控制了单位所有制和城市哑变量。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发现, 以制造业为参照组, 2002年与制造业存在显著行业工资差距的有 6个行

业。其中,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0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的系数在 1988 ) 1995年间,均

从不显著为正变成显著为正, 而且其系数的值也有所增大;在 1995 ) 2002年间, 这两个行业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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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为正, 而且其系数在 1995年的系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大。在 2002年, 这两个行业的工资

分别比制造业高 1613%和 2110%。¹

在本文的研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行业哑变量。如果一个行业在我们的收入方程中显著

地比制造业低, 那么,我们将其定义为- 1;如果差异不显著, 则定义为 0; 如果行业哑变量的系数显

著为正,我们定义其为1。根据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低收入行业包括社会服务业, 而/电力、煤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0、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0、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 5个行

业则属于我们所定义的高收入行业,其他行业则与制造业同属于中间收入的行业。根据这样的定

义,我们对模型采取了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 )。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

型中, 变量的边际效应的方向并不总是与系数的符号一致,但在本文的研究中, 通过比较有序离散

因变量概率模型与 OLS的结果,可以发现,模型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明显的变化, 为了便于

解释比较变量系数的大小,我们在下文中将主要报告 OLS 的回归结果。º

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我们仍然控制了一些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其中主要包括了性别、婚姻

状况、年龄、教育年限、工龄、健康状况、户籍性质、是否少数民族、党员党龄。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

的行业进入可能与个人过去的经历和表现有关,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是否换过工作0这个哑变量。

为了反映个人对进入高收入行业的需求,我们也控制了家庭的人口负担率,用家庭的非劳动力人口

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结果见方程( 1)。作为非生产率因素的重点, 我们在方程( 2)中控制

了社会关系网络,用/找工作时有多少人可以提供帮助0来度量, 简单的组间均值比较告诉我们,的

确是在更高收入的行业里,人们平均拥有的可以帮助找工作的人更多(参见附表 2)。因为社会关

系可能与一些未观察因素相关,因此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我们在方程( 3)中控制了

家庭背景,用父亲的教育年限、是否中共党员以及父亲是否在20世纪 60年代前从事过各种工商经

营活动来度量。结果见表 1。

通过方程( 1)、( 2)和( 3)的比较,我们发现,大多数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的变化。只有教育的系数在控制了更多的变量之后有所下降,这说明教育对于行业进入的作用有

一部分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和家庭背景来发生的。在对结果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

对党龄的度量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曾经用党龄的绝对值作为解释变量, 但其系数是显著为负的,

这非常难以解释。我们考虑到,党员身份的作用不仅与党内资历有关,还与个人年龄有关, 党龄长

的,往往年龄也大,因此, 我们改用党龄与年龄的比值来度量政治身份,其含义是,相对于年龄来说,

党龄更长的人(年轻时入党的老党员)更有可能获得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考虑到党龄的影响也可

能是非线性的, 我们也控制了这个相对党龄的平方项。

在表 1中,对于我们最为关注的社会关系网络,其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关系的确有助于进入

高收入行业。在加入社会关系变量前后,教育的系数略有下降, 其他变量的系数基本未变。在加了

家庭背景之后, 社会网络的系数基本不变,同时,父亲的更高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更有助于一个

人进入高收入行业, 而且父亲的党员身份的系数几乎十倍于其教育年限的系数。另外, 我们还发

现,户籍特征也是影响行业进入的非常显著的因素,这说明, 之前在文献中所发现的不同户籍身份

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Meng and Zhang, 2001) ,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

引起的。这几点发现都说明, 非生产率的因素是影响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它使得垄断行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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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因此可以认为本文中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中的边际效应的方向与系数的符号是一致的。表 1的方程( 3)、(5)提供了

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与 OLS模型的回归结果的比较,更多的结果比较可以向作者索要。下文的工具变量回归中有序离散因

变量概率模型难以采用,因此,本文在表 1中主要报告 OLS 回归结果也是为了便于同下文中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这些结果可参见陈钊、万广华和陆铭( 2008)。



   表1 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基本模型)

( 1)

未控制网络

( OLS)

( 2)

控制了网络

( OLS)

( 3)

加入家庭背景

( OLS)

( 4)

控制找工作途径

( OLS)

( 5)

加入家庭背景

( ordered probit)

社会网络 0100625** 0100609** 01 0143**

( 0100264) ( 0100264) ( 0100618)
依赖关系找工作 010381**

( 01 0155)

本地城镇户口 01262*** 01 261*** 01260*** 01261*** 01601***

( 010556) ( 010555) ( 010555) ( 01 0555) ( 01129)
教育年限 0100712*** 01 00682*** 0100574*** 0100668*** 010142***

( 0100193) ( 0100193) ( 0100197) ( 01 00198) ( 0100461)
工龄 0100724*** 01 00726*** 0100718*** 0100724*** 010170***

( 0100109) ( 0100109) ( 0100110) ( 01 00110) ( 0100257)
年龄 - 0100660*** - 0100657*** - 0100628*** - 01 00623*** - 010147***

( 0100117) ( 0100117) ( 0100117) ( 01 00117) ( 0100274)
相对党龄 - 01158** - 01162** - 01 170** - 01161** - 01404**

( 010714) ( 010714) ( 010715) ( 01 0715) ( 01182)

相对党龄2 01179 01181 01197* 01194* 01483

( 01117) ( 01117) ( 01117) ( 01 117) ( 01309)
健康 010162** 010157** 010155** 010165** 01 0365**

( 0100674) ( 0100674) ( 0100674) ( 01 00674) ( 010158)
未婚 010516 010504 010600 01 0650 01133

( 010451) ( 010451) ( 010452) ( 01 0452) ( 01106)
已婚 010465 010454 010435 01 0456 010957

( 010400) ( 010400) ( 010400) ( 01 0400) ( 010935)
男性 01141*** 01 141*** 01141*** 01142*** 01333***

( 010110) ( 010110) ( 010110) ( 01 0110) ( 010259)
少数民族 010359 010350 010345 01 0350 010793

( 010295) ( 010295) ( 010295) ( 01 0295) ( 010694)

父亲教育年限 0100253* 0100270* 01 00595*

( 0100143) ( 01 00143) ( 0100334)

父亲党员身份 010234* 010238** 01 0558**

( 010120) ( 01 0120) ( 010280)

父亲曾经经商 - 0100496 - 0100598 - 010110

( 010199) ( 01 0199) ( 010465)

曾经换过工作 - 01104*** - 01106*** - 01106*** - 01 111*** - 01247***

( 010182) ( 010182) ( 010182) ( 01 0183) ( 010422)

人口负担率 010308 010327 010381 01 0351 010876
( 010275) ( 010276) ( 010276) ( 01 0276) ( 010645)

常数 - 01438*** - 01441*** - 01457*** - 01 475***

( 01106) ( 01106) ( 01108) ( 01 108)

观察值 9957 9957 9955 9951 9955

R2或伪 R2 01052 01052 01053 01 053 010406

  注:括号外与括号内的数值分别是估计系数和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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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家庭背景和户籍转化成了个人的高收入。当然,并不是说生产率的因素

在行业进入中就不重要了,事实上,教育和经验也能够增加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在控制了经验

(工龄)之后,年龄的系数为负,这可能说明年龄的提高的确产生了某种其他方面的劣势。从系数值

来看, 教育、经验和年龄的系数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系数非常接近,但大大低于父亲党员身份和本人

户籍身份的系数。从模型的解释度来看,如果在方程( 3)的基础上,去掉个人的教育、经验、年龄和

健康,模型的调整后 R
2
将下降到 010477;如果去掉关系、家庭背景和户籍身份, 则模型的调整后 R

2

下降到010496。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这一问题上,非生产率因素和生产率因素至少具

有接近的效应。

其他一些变量的系数也非常有趣。有过换工作的经历的确不利于进入高收入行业, 这可能是

因为换工作表现出了之前较差的工作绩效,也可能是因为换工作透露了关于个人工作稳定性的信

息,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

后,性别如此显著地影响到了行业进入, 而且其系数如此之大, 不能不说是一种性别歧视。相对党

龄的一次项显著为负,其平方项在方程( 3)中也显著。简单地根据系数估算一下相对党龄的转折

点,大概是在 014315。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的相对党龄大于这个临界值时,党员身份才更有利于进

入高收入行业。举例来说,对于一个 40岁的人,他的临界党龄大约是 17125年, 或者说, 他需要在

大约 23岁之前入党才是一个老党员,才有利于进入高收入行业。而对于一个 50岁的人,他需要在

大约 29岁之前入党才有利。

在以上模型中, 找工作的网络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度量误差, 比如说, 一个人拥有帮助自己找工

作的网络多,并不一定代表他会用这些关系。幸运的是, 在 CHIPS2002的数据里, 问到了受访者找

到目前的工作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的, 具体有以下几种:政府安排(正常工作调动)、顶替、公开考

试、就业部门介绍、报纸招聘、私人介绍、自己寻找、自干个体或私营、当时不工作、其他。因此,方程

( 4)在方程( 3)的基础上,把顶替与私人介绍这两种找工作的方式合并为/通过关系网络0寻找工作,

把依靠其他几种渠道找工作定义为通过市场渠道找工作,并以后者为参照组, 可以发现, 通过关系

找工作的确提高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¹ 此外,与方程( 3)相对照,表 1中的方程( 5)给出了有

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

四、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及工具变量估计

对于关系变量, 即使我们通过更换不同的度量指标, 以尽量避免度量误差, 也通过加入家庭背

景来减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仍然可能存在由遗漏其他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另外,联立性

的内生偏误也是让我们担心的,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能是在低收入行业的人更依赖关系网络来找

工作。为了进一步减少由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进一步使用了工具变量法,

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是配偶的父亲在土改时的政治成份,为此, 我们在下面的估计中放弃了未婚的

样本。选择/配偶父亲在土改时的政治成份0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变量,而不是受访者自己的

父亲的政治成份,是因为后者可能会影响受访者的能力等不可观察变量,从而直接影响其劳动力市

场表现。选择/配偶父亲在土改时的政治成份0作为工具变量则避免了这一问题。由于本文工具变

量的选取会减少一部分未婚样本, 为了考察这样的变化对结果有无大的影响,我们在表 2中提供了

全样本和去掉未婚样本的 OLS回归结果(分别为方程( 3)与方程( 6) )。可以看到, 是否将未婚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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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如果我们把政府安排(正常工作调动)、就业部门介绍也并入/通过关系网络0寻找工作,结论依然不变。如果以自已寻找

为参照,将各种找工作途径分别用不同的哑变量进行控制,仍然发现通过私人关系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表2 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工具变量估计)

( 3)

OLS全部样本

( 6)

OLS 已婚样本

( 7)

IV-OLS

( 8)

第一阶段

社会网络 0100609** 0100650** 01 103

( 0100264) ( 0100280) ( 01 114)

配偶父亲成份 01 157**

( 010648)

本地城镇户籍 01260*** 01278*** 01264*** 01148

( 010555) ( 010571) ( 010632) ( 01221)

教育年限 0100574*** 0100458** 01000385 010430***

( 0100197) ( 0100206) ( 0100542) ( 01 00795)

工龄 0100718*** 01 00752*** 0100769*** - 0100184

( 0100110) ( 0100113) ( 0100122) ( 01 00435)

年龄 - 0100628*** - 0100632*** - 0100574*** - 0100638

( 0100117) ( 0100121) ( 0100146) ( 01 00469)

相对党龄 - 01170** - 010931 - 01168 01 751*

( 010715) ( 010995) ( 01 138) ( 01384)

相对党龄2 01197* 010640 01 130 - 01625

( 01117) ( 01180) ( 01 207) ( 01696)

健康 0100117** 01 0186*** 010120 01 0687**

( 0100674) ( 0100704) ( 010108) ( 010272)

未婚 010600

( 010452)

已婚 010435 010627 010486 01159

( 010400) ( 010730) ( 010797) ( 01282)

男性 01141*** 01141*** 01138*** 010371

( 010110) ( 010116) ( 010131) ( 010449)

少数民族 010345 010398 010196 01 206*

( 010295) ( 010320) ( 010417) ( 01124)

父亲教育年限 0100253* 0100258* 01000973 010162***

( 0100143) ( 0100151) ( 0100249) ( 01 00583)

父亲党员身份 010234* 010259** 010241* 010169

( 010120) ( 010124) ( 010134) ( 010481)

父亲曾经经商 - 0100496 - 010105 - 0100469 - 010536

( 010199) ( 010214) ( 010238) ( 010826)
曾经换过工作 - 01106*** - 01114*** - 01 139*** 01264***

( 010182) ( 010197) ( 010365) ( 010760)
人口负担率 010381 010623** 010885** - 01273**

( 010276) ( 010304) ( 010448) ( 01117)
常数项 - 01457*** - 01562*** - 01 592*** 01315

( 01108) ( 01128) ( 01 141) ( 01493)

观察值 9955 8617 8617 8617

调整后的 R2 01053 01059 0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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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关系与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的跨地区比较

( 9)

沿海

( 10)

内地

( 11)

沿海

( OLS 有配偶)

( 12)

内地

( OLS 有配偶)

( 13)

沿海

( IV-OLS)

( 14)

内地

( IV-OLS)

社会网络 0100677 0100543* 0100831* 0100517 01173 010345

( 0100458) ( 01 00318) ( 01 00505) ( 0100332) ( 01151) ( 01171)

本地城镇户口 01460*** 01 0832 01440*** 01138* 01 404*** 01135*

( 010898) ( 01 0708) ( 010924) ( 010733) ( 01112) ( 010755)

教育年限 010106*** 01 00336 01 0102** 0100203 0100158 01000882

( 0100377) ( 01 00224) ( 01 00410) ( 0100232) ( 0100922) ( 0100707)

工龄 010103*** 0100649*** 010117*** 0100652*** 01 0108*** 0100664***

( 0100237) ( 01 00120) ( 01 00254) ( 0100122) ( 0100307) ( 0100142)

年龄 - 0100976*** - 01 00552*** - 010115*** - 0100508*** - 0100967*** - 0100492***

( 0100260) ( 01 00127) ( 01 00279) ( 0100130) ( 0100365) ( 0100161)

相对党龄 - 01342* - 01120 - 01316 010225 - 01395* - 0100499

( 01191) ( 01 0766) ( 01197) ( 01112) ( 01240) ( 01196)

相对党龄2 01466 01 151 01416 - 01108 01416 - 010765

( 01347) ( 01 118) ( 01357) ( 01203) ( 01413) ( 01275)

健康 0100448 010218*** 010128 010220*** 0100541 010195

( 010121) ( 01 00796) ( 010129) ( 0100826) ( 010164) ( 010163)

未婚 010237 01 0607

( 010864) ( 01 0520)

已婚 - 010133 01 0731 010393 010767 010103 010723

( 010782) ( 01 0452) ( 01156) ( 010800) ( 01182) ( 010846)

男性 01178*** 01118*** 01189*** 01112*** 01 180*** 01111***

( 010193) ( 01 0131) ( 010211) ( 010137) ( 010257) ( 010147)

少数民族 010716 01 0106 010827 010172 0100357 010150

( 010554) ( 01 0341) ( 010619) ( 010366) ( 01102) ( 010391)

父亲教育年限 - 0100145 0100468*** - 0100232 0100490*** - 01 00386 0100429

( 0100262) ( 01 00167) ( 01 00286) ( 0100174) ( 0100360) ( 0100395)

父亲党员身份 010399* 01 0125 01 0406* 010162 010509* 010144

( 010219) ( 01 0140) ( 010233) ( 010144) ( 010286) ( 010179)

父亲曾经经商 010179 - 010176 - 0100608 - 010119 - 01 0195 - 0100761

( 010352) ( 01 0238) ( 010393) ( 010250) ( 010472) ( 010356)

曾经换过工作 - 01143*** - 01 0810*** - 01163*** - 010846*** - 01233*** - 01 0894**

( 010314) ( 01 0220) ( 010354) ( 010233) ( 010762) ( 010364)

人口负担率 010529 01 0304 010799 010533 01141* 010598

( 010483) ( 01 0332) ( 010554) ( 010358) ( 010852) ( 010524)

常数项 - 01599*** - 01151 - 01663*** - 01202 - 01652** - 01345

( 01177) ( 01 128) ( 01230) ( 01145) ( 01266) ( 01250)

观察值 3798 6157 3160 5457 3160 5457

调整后 R2 01063 01 048 01075 01049 01035

128

陈钊等: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本去掉仅对相对党龄、健康等少数变量的系数或显著性略有影响。¹

  有必要对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作进一步的说明。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 20

世纪 40年代末到 50年代初)中, 不同的家庭依照经济地位(主要是土地数量的不同) ,被分成了贫

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这种政治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伴随着人的一生, 在就业、婚

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我们的研究中,按照配偶父亲在土改时的成份生成一个哑变量, 家庭成份被划分为富裕中

农、富农、地主、企业主、小业主的设为 1,家庭背景为贫(雇)农、下中农、工人、职员、革命干部、革命

军人的设为0。/富裕中农0虽然是贫下中农团结的对象,不过其本身并不属于/红五类0。Sato 和Li

(2007)研究了阶级成份在代际之间受教育程度的作用,他们虽然将中农和富农、地主区分开来,用

两个哑变量分别控制两种政治成份,但他们发现这些政治成份和改革开放以前的时间哑变量的交

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即是说,当时他们都受到了冲击。因此,我们将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划为

一类。虽然在政治运动时期, 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人群受到了冲击,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这些家

庭在教育和财产等方面可能又恢复到了从前( Sato and Li, 2007; 2008)。事实上,在城市里, 曾经受

到冲击的大多数家庭是以往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因此,我们在理论上推断,如果配偶的父亲在历

史上的成份为 1,那么,在改革开放 20余年之后, 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将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

络,配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影响到本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了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

们在方程( 6)的基础上,将能够帮忙找工作的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然后加入配偶父亲的成份作为解释变量,估计了方程( 8) ,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发

现配偶父亲成份为 1的确显著地增加可以帮忙找工作的人数,其 t值为 2144,显著性 P值为 01015;
如果对此单变量的显著性作 F 检验, 其检验值为 5198。因此,这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变量。

此外,我们也认为配偶父亲历史上的政治成份并不会直接影响本人的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尽管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检验的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信息。首先,我们将配偶父亲

的政治成份直接放入行业进入的模型中,这个变量本身非常不显著。此外,我们还分别计算了在不

同收入水平的行业中配偶父亲成份的比重,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低收入行业中配

偶父亲成份为 1的比重较低,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行业中配偶父亲成份为 1的比重几乎一样; 如果

把低收入行业与中等收入行业合并,其与高收入行业中配偶父亲成份为 1的比重就几乎没有差别

了,甚至还略微高一些(参见附表 2)。

进一步地, 我们用配偶父亲政治成份作为工具变量对方程( 6)做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其结

果为方程( 7)。我们进一步将此结果与方程( 6)进行了对比,做了 Hausman检验, 结果发现检验值为

0173, P值为 110000。也就是说两个回归结果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但是, 如果我们只看两个估

计中的关系变量的系数的话, 可以发现,在工具变量估计中, 其系数为 01103, 而在 OLS估计中,其

系数只有 0100656。这表明,可能的确是那些在低收入行业的人更依赖于关系来找工作, 从而造成

在OLS结果里关系的系数被大大低估。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未观察的因素,比如说能力,使 OLS

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如果能力低的人更不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但他们又更依赖于关系来找工

作,那么, OLS结果里关系的系数就可能被低估。

五、模型的拓展:关系作用的跨地区比较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发现了非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进入的影响后, 我们自然想知道,是

不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的不同地区,非市场因素可能会不一样。为了做这样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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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去掉未婚样本后,哑变量的参照类别仍为婚姻状态中除未婚、已婚之外的其他类别,如离异、丧偶等。



较,我们将样本分为了东部和内地两个部分, 前者包括来自北京、辽宁和广东的样本,而后者则覆盖

了山西、陕西、青海、河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这些地区。这样的比较呈现出了非常有趣

的结果。我们发现, 在东部地区,关系变量的系数变得非常小, 而且不显著了, 而在内地, 关系变量

却高度显著为正。这似乎显示出,市场化和经济发展降低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为克服可能存

在的社会网络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也采取了与前一部分中同样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我们首

先将样本分为沿海与内地分别进行 OLS回归(方程( 9)、( 10) ) ,类似地,我们再在上述两个回归中仅

保留已婚样本进行回归(方程( 11)、( 12) )。可以看到, 去掉部分样本后的 OLS回归结果也基本不

变,仅是两地相对党龄的一次项均不再显著。在方程( 13)、( 14)的沿海、内地样本工具变量回归中,

我们同样发现, 虽然 OLS与 IV-OLS两个回归结果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但关系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 IV-OLS中明显更大,这说明 OLS回归中可能存在对社会关系网络作用的低估。在工具变量回归

的结果中, 关系变量在沿海的系数从 0100831增加到 01173,而在内地则从 0100517增加到 010345。
这说明,在沿海地区,由于关系的内生性导致的偏误更大,而且, 在考虑内生性因素之后, 在沿海地

区关系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是内地的 5倍以上! 换句话说,我们在行业进入的研究中, 没有

得到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将减少社会关系网络作用的证据。

其他变量的系数在不同地区的对比也值得讨论。在东部,教育和经验这些变量显著地增加了

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而在内地,这两个标识生产率的变量虽然仍然显著, 但其系数却要小得

多,这与东部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也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 本地城镇户籍的系数三倍于

内地的户籍的系数, 其显著性也更高。这说明,由政策性的分割导致的户籍身份对行业进入的影响

主要发生在东部,这是市场化进程中值得重视的现象。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在东部,父亲的教育是

不显著的,而父亲的政治身份却显著为正;但在内地情况正好相反,父亲的教育是显著为正的,政治

身份却不显著了。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由于行业垄断利润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是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必要条件,因

此,本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

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年龄、性别等)之后,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和城镇户

籍也是有利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在考虑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内生性之后, 本文利用配偶父亲

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政治成份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关系对进入高收入行业的

影响更大了。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通常所看到的行业收入差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力

量所造成的行业进入障碍导致的。我们也对东部和内地的样本分别进行了模型估计,在用 IV 估计

同样考虑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后, 结果显示, 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在教育和经验的影响更为重要的

同时,关系也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还注意到, 本地城镇户籍对于行业进入的限制作用主要发生在东

部,这显示出,东部更为迅速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的因素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

用。本文的研究也为我们从微观层面上理解中国日益下降的收入流动性提供了来自劳动力市场上

的证据。

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今后, 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就需要在劳动力市

场上打破行业进入障碍, 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事实上,本文发现的劳动力市场上行

业进入的障碍也将构成收入流动性难以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 2002年的结果来看, 如果

能够实现行业间的收入均等, 那么,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大约 5% ) 10% (陈钊、万广华和陆

铭, 2008)。根据本文的研究,如果能够打破由非市场力量导致的个别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

障碍, 便可以控制这些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使得行业因素不再成为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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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平等竞争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附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行业工资高低次序 9957 01080 01529 - 1 1

曾经换过工作 9957 01093 01291 0 1

本地城镇户籍 9957 01991 01095 0 1

性别(男性= 1) 9957 11443 01497 1 2

婚姻(已婚= 1) 9957 11916 01334 1 3

年龄 9957 401550 91256 1 77

健康 9957 31891 01822 1 5

相对党龄 9957 01096 01181 0 21115

少数民族 9957 11040 01197 1 2

教育年限 9957 111429 21986 0 23

工龄 9957 201212 91680 0 43

社会网络 9957 11238 21035 0 24

是否依靠关系找工作 9957 01144 01390 0 9

父亲教育年限 9957 51549 31973 0 17

父亲党员身份 9955 11675 01468 1 2

父亲曾经经商 9955 11923 01266 1 2

人口负担率 9957 01374 01195 0 1

附表 2 社会关系和配偶父亲政治成份的组间均值比较

行业类型 帮忙找工作的人数 配偶父亲政治成份是否为 1

低收入

中等收入

11104 ( 01 062)
11218 ( 01 025) 11204 ( 01024)

01097 ( 01010)
01128 ( 01004) 01 124 ( 01004)

高收入 11262 ( 01055) 01122 ( 01008)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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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cial networks, fatherps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status, and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 hukou identity) , as well as their own education, experience, age, and gender, help people enter high-wage industries. When

contrasting coastal and inland samples, after instrumenting social networks by household political identity ( based on classifications

during the land reform in the 1950s) , we find that social networks are more helpful for entering high-wage industries in coastal

region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breaking industrial entry barrier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is an essential policy in order

to control inter- industrial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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